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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柿子滩遗址第 9 地点（S9）位于山西省吉县柏山寺乡高楼河村黄河支流的清水河畔，西距黄河约

7 km。从 2000 年发现至今，该遗址前后历经三次发掘，出土大量细石叶制品、动物化石、数件蚌制品、

骨针及磨制石器等。本文重点对 S9 地点第 4 层（12,575-11,600 cal. BP）及第 5 层（13,000 cal. BP）出土

的动物遗存 ,尤其是其中测量尺寸在2cm以下的大量烧骨进行了埋藏学与动物考古学方面的观察和分析。

研究结果显示，S9 地点的烧骨是古人类烧烤猎物、维护遗址（甚至可能还包括以骨骼作燃料）等生存行

为活动的文化残留。此外，S9 地点出土烧骨的空间分布分析表明，古人类在上述行为活动之后，可能又

将烧灼后的残存骨骼（与灰烬等）清理出火塘并堆放在其核心生活区的周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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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烧骨是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址中较为常见的一种动物遗存。与普通动物骨骼相比，烧

骨往往因其棕、黑、灰、白等特殊颜色而更能引起发掘者的注意；它们所蕴含的科学价值

与古人类行为信息更是古人类学、考古学关注的焦点内容之一 [1-10]。

实验研究表明，动物骨骼在氧气充足、持续燃烧的条件下，颜色大致会经历由未烧

骨骼的黄白色逐渐转为棕色，然后变成黑色，最后直至通体发白这样一系列颜色上的变

化 [11-13]。在颜色变化之外，烧骨表面可能还会出现特征性的裂纹、裂缝等结构、质地方面

的变化 [5, 11, 14-16]。可以肯定的是，骨骼表面某些颜色尤其是黑色的出现，未必就是烧灼的

结果，因为有机质及矿物污染等其他因素亦有可能导致类似颜色的出现 [1, 17, 18] 。研究表明，

在充分考虑上述干扰因素的客观存在并认知其埋藏学特点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结合骨表质

地观察的情况下，颜色指标仍然是我们判断烧骨性质及其可能存在的古人类行为信息方面

的重要技术手段 [13,19,20,21]。实际上，在旧石器遗址出土烧骨的考古学研究中，这一方法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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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依然还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考古遗址中出现的烧骨标本而言，火烧作用，特别是较长

时间、较高温度的灼烧将会导致骨骼大量失水、有机质消失，从而韧性减弱、脆性增强，

更易于在各种埋藏学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破碎 [1, 3, 10, 22, 23]。因此，尽管尺寸相对较大、解剖

特征更明显的可鉴定标本是目前埋藏学、动物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考古遗址（尤其是

旧石器时代）中出现的大量尺寸较小的骨骼材料对于古人类用火目的与适应策略的研究而

言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价值 [10, 22, 24]。但是，必须看到的是，相对于西方学者在烧骨研究方

面的深入性、系统性而言，目前国内的相关工作似乎还是一片空白，尤其是在那些小而破

碎、难以鉴定到种属或具体解剖部位的骨骼遗存研究方面。这一现象一方面无疑来源于中

西方学者在学科领域积累方面的差距，另一方面应该也与国内考古遗址发掘、研究中较长

时间存在的对于小而极端破碎动物骨骼的相对忽视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值得一提的是，在 S9 的发掘过程中，发掘者采用了极其精细、详尽的野外工作流程

与方法，从而保证了尺寸特别细小（<2 cm）的石制品、动物骨骼等文化遗物在这一过程

中的顺利提取与记录。与国内旧石器时代的诸多遗址相比，S9 地点出土的动物化石，尤

其是其中那些数量巨大，但测量尺寸小、重量轻的骨骼材料大都呈黑色、青灰色或灰白色

等较为明显的烧灼特征。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难得的分析研究考古遗址中烧骨性质、

成因、埋藏过程及古人类相关行为信息的不可多得的科学素材。

2 材料与方法

2.1 遗址概况

柿子滩遗址第 9 地点（S9）位于黄河支流 - 清水河下游右岸二级阶地的后缘，西距

黄河约 7 km，行政区划属山西省吉县柏山寺乡高楼河村，地理坐标北纬 36°02′44″，东经

110°33′37″，海拔约为 688 m( 图 1)。2000 年，由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学考古系和

吉县文管所组成的柿子滩考古队在对清水河下游地区进行考古调查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一地

点，并于 2001、2002 和 2005 年组织进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系统发掘。S9 的野外发掘采

用国际通行的 1×1m 方格探方、5cm 左右水平层的工作方案由上至下向下连续掘进，累计

清理堆积厚度 455cm，发掘面积也由上部的 13m2 扩展至下部的 25m2[25]。

S9 地点的地层堆积自上而下可分为 5 个层位，其中遗物主要出自于第 3-5 层 [25]。这

一遗址出土的打制石器组合以细石器为主，包括石核、石片、细石核、细石叶、刮削器、

尖状器、砍砸器、断块、断片、碎屑等，其中石片和碎屑所占比例较高（超过 60%），

其它类型所占比例均不足 10%；相对于打制石器而言，S9 出土的磨制石器数量较少，包

括石磨盘 2 件、石磨棒 2 件和研磨石（带赭石颜料残存摩擦痕迹）1 件；此外还发现赭石

1 件（具有两个摩擦平面）、鸵鸟蛋壳 11 件、蚌制品 17 件、骨针 2 件 [25, 26]。遗址第 3 层

（厚 0.26-0.36 m）中有小型临时用火遗迹的发现，但第 4（厚约 1.2 m）、第 5 层（发掘

厚度约 1 m）在烧骨、零星碳屑之外并无原地用火遗迹的出现 [25]。S9 地点出土的动物骨

骼数量较多，但大多非常破碎，原研究者根据个别保存状况相对良好的零散牙齿及长骨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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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柿子滩遗址第 9 地点（S9）地理位置
Fig.1 Geographic location of Locality 9 of the Shizishan Site(S9)

图 2    S9 出土动物骨骼的烧灼阶段
Fig.2 Burn stages of the animal remains from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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骺等骨骼部分对其进行了初步的属种鉴定 [25]。

2.2 研究材料与方法

S9 地点出土的动物骨骼基本来源于遗址的第 4 层和第 5 层（第 3 层虽也有动物化石的

出土，但其数量极少，仅为 21 件，缺乏统计意义，因而本文并未将其纳入观察范畴）。本

文研究材料全部来源于遗址的第 4 层（ cal. 12,575-11,600 BP）和第 5 层（cal.13 kaBP）[27], 包

括前者出土的骨骼标本 1885 件（含发掘标本 364 件、筛出标本 1521 件）以及后者发掘出

土的 278 件标本（本层未有筛出化石的记录）。根据出土动物遗存破碎程度差异以及标本

空间信息记录精度的不同，我们将S9地点的动物骨骼分为可鉴定标本、发掘出土（不可鉴定）

标本和筛出标本等三个类别，并分别对其进行不同观察维度的记录、统计与分析。

1）可鉴定标本：这类化石基本为发掘过程中获得，记录有出土位置及三维坐标，并

且能够鉴定到动物种属或 / 和骨骼部位。通过对其生物学性状的观察与对比，我们对这部

分标本的动物种属、骨骼部位、死亡年龄等按照常规的埋藏学研究方法 [1, 28-30] 进行了鉴定、

分析与统计。此外，我们也对这些骨骼表面可能出现的各种自然痕迹（化学腐蚀痕迹、沉

积物磨蚀痕迹、食肉类啃咬痕迹、啮齿类磨牙痕迹等）和人工痕迹（切割痕迹、敲砸痕迹

和火烧痕迹等）[1, 31-35] 进行了观察、记录与分析，包括痕迹的有无、分布密度及出现位置等。

基于 S9 动物遗存的特殊性，我们在火烧痕迹的研究方面，不仅对骨表痕迹观察的上述常

规选项进行了描述，并且分别记录了各个标本的烧灼程度 ( 图 2)。Stiner 等 [13] 依据其实验

结果，将动物骨骼的烧灼程度依次分为 7个阶段：D0:未烧灼；D1:小于 50%的部分被烧黑；

D2: 大于 50% 的部分被烧黑；D3: 骨骼全部被烧黑；D4: 小于 50% 的部分被烧成灰白色；

D5: 大于 50% 的部分被烧成灰白色；D6: 骨骼全部被烧成灰白色。这一方案随后也被诸多

学者所采纳 [8, 36]。另外，在 S9 地点动物遗存的研究过程中，我们也根据 Nicholson[15] 以及

Buikstra 和 Swegle[37] 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特别关注了烧骨表面质地的变化情况，比如裂纹、

裂缝、多角状或网格状破裂结构的出现等。

2）发掘出土（不可鉴定）标本：这些动物骨骼具备出土位置与三维坐标方面的空间

信息，但是却因缺少可靠的骨骼解剖学鉴定特征而难以将其归入特定的某一动物属种和骨

骼部位。但是，基于组织学性质方面的明显差异，我们将其按照密质骨、松质骨、牙齿等

三个类别分别进行了烧灼程度方面的观察与分析。此外，基于其空间坐标信息，我们还对

此类标本在空间方面的分布特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统计与观察。

3）筛出标本：此类骨骼材料系水筛过程中发现，因而缺少准确的三维坐标信息。这

些标本测量尺寸极小，绝大多数标本的最大径都小于 0.5cm。与上述第二类标本相比，我

们能够根据组织学方面的差异对其进行烧灼程度的观察、统计与对比研究，但却无法进行

空间分布特点方面的分析工作。此外，由于此类标本尺寸极小，在进行烧灼程度判断时往

往也很难将其精确地归入上述 7 个灼烧阶段，所以我们对烧灼程度这一观察指标进行了一

定的简化与整合，转而按照未烧灼、碳化和灰化等 3 个阶段分别进行统计、分析。这一方

法也是欧洲旧石器遗址烧骨研究中较为常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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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果

3.1 可鉴定标本

S9 地点出土的可鉴定标本数量很少（第 4 层 54 件，第 5 层 9 件），且大多比较残破。

通过对其中角、牙齿及头后骨骼等化石材料的脊椎动物学鉴定结果来看，这一地点的化石

材料至少包括有以下动物类别：鸟类 (Aves)、鼢鼠 (Myospalax sp.)、兔 (Lepus sp.)、狐 (Vulpes 
sp.)、狍 (Capreolus sp.)、岩羊 (Pseudois sp.) 和猪 (Sus scrofa) 等（图 3）。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表 1），S9 第 4 层出土了上述所有动物种属的骨骼材料，且其

最小个体数（MNI）均为 1；在可鉴定标本数（NISP）方面，兔类骨骼数量较多，其它动

物则相对较少。S9 第 5 层除狍外，其他动物种属的个体数也仅为 1 个。此外，需要注意

的是，与第 4 层相比，遗址第 5 层未见岩羊和兔类的骨骼材料。鉴于材料属性的限制（样

本量太小），这一现象是否与第四层相对更为干冷的气候环境有关目前还难以有一准确的

结论。希望未来新的发掘与研究能够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更多的可能。

    图 3    S9 出土各动物种属代表性标本
Fig.3 Animal species from S9

1.岩羊（Pseudois sp.）角；2.狍（Capreolus sp.）下m3；3. 鼢鼠（Myospalax sp.）肱骨；4. 猪（Sus sp.）臼齿；5. 鸟类胫跗骨远端；

6. 狐（Vulpes sp.）前臼齿；7. 兔（Lepus sp.）跟骨；8. 红方框内切割痕迹放大。比例尺：8 为 500um; 1 为 1cm；2-7 为 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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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S9 地点各动物种属 NISP 与 MNI 统计
Tab.1 Counts of animal species from S9

　 L4（54件） L5（9件）

NISP/% MNI/% NISP/% MNI/%

鼢鼠(Myospalax sp.) 1/1.85 1/12.5 1/11.11 1/16.67

鸟(Aves) 5/9.26 1/12.5 1/11.11 1/16.67

狐(Vulpes sp.) 4/7.41 1/12.5 1/11.11 1/16.67

狍(Capreolus sp.) 8/14.81 1/12.5 5/55.56 2/33.33

岩羊(Pseudois sp.) 3/5.56 1/12.5 0/0 0/0

猪(Sus scrofa) 4/7.41 1/12.5 1/11.11 1/16.67

兔(Lepus sp.) 24/44.44 1/12.5 0/0 0/0

其他小哺乳类（other mammals) 5/9.26 1/12.5 0/0 0/0

 表 2  S9 地点动物骨骼表面痕迹的分布情况
Tab.2 Frequency of surface modifications on animal bones from S9

标本数* 切割痕 砍砸痕 火烧痕 化学腐蚀 沉积物磨蚀痕 食肉类齿痕 啮齿类齿痕

第4层 34 3/8.82 0/0 18/52.94 10/29.41 7/20.59 0/0 0/0

第5层 9 0/0 0/0 2/22.22 3/33.33 2/22.22 0/0 0/0

注：* 未包含单独牙齿标本；“/” 前为数量，“/” 后为百分比 *100

对 S9 地点动物死亡年龄的统计结果显示，第 5 层出土的狍类牙齿应属幼年和成年两个

个体（其中一件乳颊齿属于一个幼年个体，一件下 m3 属于一个成年个体）。除此之外，无

论是在第 5 层还是第 4 层，都未发现其它幼年个体的化石，并且遗址出土的动物头后骨骼均

呈愈合状态，牙齿皆为恒齿，表明这一遗址内的动物以成年个体为主。但是，由于可鉴定标

本数实在太小，我们显然无法对这一观察背后的古人类行为信息作出更多的推测与判断。

在动物骨骼表面痕迹的研究方面，由于单个动物牙齿表面不易形成与头后骨骼类

似的改造痕迹，因而本文并未将其纳入统计范畴（尽管我们也对其进行了相应项的观

察）。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遗址的第 4 层还是第 5 层，S9 地点均未发现具有食肉

类和啮齿类啃咬痕迹的动物骨骼标本。在其他自然痕迹方面，大约 20% 的骨骼表面有

沉积物磨蚀痕迹的存在；此外，大约还有 30% 左右的动物骨骼有植物根系或菌类等生

物腐蚀痕迹（表 2）。但是，总体来看，上述自然痕迹在全部动物遗存中所占的比例值

都非常低，表明啮齿类动物、水流、四足动物踩踏乃至化学腐蚀等自然因素在这一动

物群形成与改造过程中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在古人类痕迹方面，我们在遗址第 5 层未发现具有切割痕迹的标本，但在第 4 层则

出土 3 件此类材料，占全部标本的 8.82%。这 3 件标本的具体情况描述如下：

1) 野外编号 1146：小型食肉类的肩胛骨残段（第 4 层出土的食肉类牙齿均属于狐狸，

根据残存部分的特征推测此件标本属于狐狸的可能性较大），切割痕迹相对较短，分布于

肩胛冈之近侧面下部（朝向肩下窝），其方向与肩胛冈走向（由近侧到远侧）一致。民族

学和实验证据显示由肢解（Disarticulation) 造成的切割痕迹会出现在这一部位附近（主要

是接近肩胛骨颈部的部分，有时会达到肩胛冈起始处），但往往呈垂直于肩胛骨长轴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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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平行于肩胛冈的方向分布，具有后一分布特点的切割痕则往往与割肉 / 剔肉（filletting）
的行为相关 [2, 32, 38]。因此，这一组切割痕表明 S9 地点的古人类可能对该动物的肩胛部分

进行了割肉 / 剔肉处理。

2) 野外编号 964：兔跟骨远端残段，切割痕迹相对较长，分布于跟骨的外侧面，与长

轴呈小角度相交（图 3.7，3.8）。民族学和实验证据显示，在动物肢解（disarticulation）
过程中产生的切割痕迹绝大部分出现于跟骨远端的内侧面，而很少分布于外侧面，后者可

能与剥皮（skinning）或割肉 / 剔肉（defleshing）行为相关 [32, 38]。鉴于这一动物类别跟骨

部位附着肌肉量极少，这一组切割痕迹更有可能是古人类在剥皮时产生的。

3) 野外编号 765：为小型动物的第 I 指 / 趾骨远端残段，切割痕迹分布于该骨骼腹面

接近远端的部分，与长轴呈 45 度角相交。此外，该指 / 趾节骨仅在远端有黑色烧灼痕迹，

其它部分的烧灼明显较轻，尚未达到发黑程度，表明在烧烤发生时第 I 指 / 趾节骨远端已

经与第 II 趾节骨等肢端部分离而直接暴露。此类痕迹的出现是古人类烧烤行为的证据 [2]，

表明他们也利用了这一动物第 I 指 / 趾节骨部位的营养价值（烧烤）。标本上发现的切割

痕迹也印证了这一推测。

在火烧痕迹方面，如上所述，我们不仅在野外编号为 1146 的小型动物的第 I 指 / 趾
节骨发现了不同程度的烧灼痕迹，此外还同层出土了另外一件小型动物的第 I 指 / 趾节骨

（图 2，D2）以及一件鸟类胫跗骨远端残段，它们也同样具有这种局限于关节部位而不

见于其他部分的黑色烧灼痕迹。这是 S9 地点古人类营养利用（烤肉）的有力证据 [2]。

在上述几件因古人类营养利用而导致有火烧痕迹（部分黑色）出现的骨骼材料之外，

遗址第 4 层烧灼程度为 D4、D5 及 D6 阶段的标本比例合计约为 20%（表 3）（第 5 层因

可鉴定标本数太少而未进行统计），显示较高水平的骨骼灰化比例。民族学和实验研究显

示，单纯的烤肉或加热骨髓行为不会造成骨骼的灰化，因为在骨骼烧灼达到完全碳化（尚

未灰化）阶段时其上附着的肌肉和髓腔中富含的骨髓即已被烧焦而无法食用 [2, 32, 39]。因此，

S9 地点的这些烧骨显然不会仅仅是古人类营养攫取行为的结果。

3.2 发掘出土（不可鉴定）标本
S9 地点发掘出土的不可鉴定标本共 579 件，其中第 4 层 310 件，第 5 层 269 件。统

计结果显示，第 4、5 层都有较大比例的烧骨出现，且有相当部分骨骼发生灰化（D4,D5
和 D6），显示了较为强烈的灼烧作用。此外，上述两个层位中都是密质骨占据绝对优势，

而松质骨则明显更少；在烧过的动物骨骼中，同样也是密质骨所占比例更高（第 4 层为

96.62%，第 5 层为 88.66%）( 表 4)。
S9 地点出土的不可鉴定标本中，绝大多数骨骼的最大径小于 2cm（表 5）。此外，

遗址内测量尺寸在 0-1cm 范围内的标本烧灼程度普遍较大，处于 D3-D6 阶段的骨骼比例

明显较高；尺寸为 2-8cm 的那些相对较大动物骨骼的分布状况却恰好与之相反：烧灼程

度高的标本数量更少，未烧灼及烧灼程度较低的骨骼则相应更多。这一现象可能与灼烧活

动造成骨骼骨胶原成份的大量流失有关。骨胶原是动物骨骼保持韧性的重要原因，烧灼程

度越高，骨胶原流失越多，骨骼的韧性越小、脆性则越大，因而更易于在后期埋藏学营力

如沉积物压实、踩踏等的作用之下发生破碎 [1]。S9 地点动物骨骼的破碎，尤其是其中烧

骨类标本的更为广泛出现应该与这一因素有着较为明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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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S9 中松质骨数量太少（第 4、第 5 层分别只有 19 件和 33 件），我们这里只统计

了密质骨的测量指标分布状况。

3.3 筛出标本

在 S9 地点的发掘过程中仅对第 4 层堆积进行了系统筛选，获得 1521 件标本，包括

密质骨 1196 件、松质骨 309 件和牙齿残片 16 件。 
统计结果表明（表 6），S9 筛出标本中灰化骨骼存在较高的比例（20% 左右），并

且这一数据在松质骨和密质骨中是基本相等的。此外，在数量关系方面，S9 筛出标本中

密质骨占据有绝对优势，而松质骨则明显更少；而在烧灼过的标本中，同样是松质骨数量

（140 件）远低于密质骨（529 件）。这一统计规律与不可鉴定标本的情况基本相同。 

4 讨论

考古遗址中出现的动物烧骨可能是多种自然与文化事件的结果。S9 地点的烧骨显然

不会是自然火导致的结果。通常情况下，自然火，尤其是草原野火，一般温度较低（通常

在300℃以下）且持续时间极短 [40, 41]，无法使骨骼灼烧达到灰化程度 [14]。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自然火的最高温度可能达到 700-800℃左右 [42]，但（对特定的某一过火点而言）其持续时

间同样很短，一般仅为数分钟至数十分钟，同样难以造成大量骨骼的灰化。S9 地点较高

比例的灰化动物骨骼的出现与自然火的燃烧结果差别明显，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将后者

的影响排除在外。

骨骼埋藏之后的人工用火行为同样无法导致 S9 地点烧骨的目前状况。民族学材料表

    表 3    S9 地点第 4 层可鉴定标本烧灼阶段统计
Tab.3 Frequency of burning intensity on taxonomically identifiable specimens from S9

D0 D1 D2 D3 D4 D5 D6

NISP 33 4 2 2 2 5 5

% 61.11 7.41 3.7 3.7 3.7 9.26 9.26

表 4    S9 地点各烧灼阶段动物骨骼的数量、比例统计（不可鉴定标本）
Tab.4 Frequency of burning intensity on taxonomically unidentifiable bone fragments from S9

阶段Stage
总(密/松/牙) 密质骨 松质骨

Layer 4 Layer 5 Layer 4 Layer 5 Layer 4 Layer 5

D0，未烧灼 100 32.26 73 27.14 88 30.56 56 24.56 7 50 11 33.33

D1，小于50%表面黑色 12 3.87 25 9.29 12 4.17 20 8.77 0 0 4 12.12

D2，大于50%黑 24 7.74 22 8.18 24 8.33 20 8.77 0 0 2 6.06

D3，全部黑 55 17.74 52 19.33 52 18.06 44 19.3 3 21.43 8 24.24

D4，小于50%灰白 13 4.19 26 9.67 11 3.82 23 10.09 1 7.14 3 9.09

D5，大于50%灰白 24 7.74 22 8.18 22 7.64 16 7.02 1 7.14 5 15.15

D6，全部灰白 82 26.45 49 18.22 79 27.43 49 21.49 2 14.29 0 0

总计 310 269 288 228 1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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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某些情况下，人类并未对其食用后的动物骨骼进行焚烧处理，而是把它们弃置在远离

火塘的地方 [43, 44]。但是，在对某一地点或区域多次重复利用的情况下，人类可能会将新的

火塘凑巧搭建在此前丢弃并已浅埋于地表之下的骨骼之上 [44, 45]。实验研究表明，这一行为

能够造成埋藏于地表之下骨骼的一定程度的烧灼 [46]。考古学分析同样表明了这一行为的客

观存在 [23, 47, 48]。Stiner 的实验结果显示，在较高燃烧温度的情况下，如果用火时间相对较短，

地表下（0-5 cm）的动物骨骼可能出现黑化的灼烧特点；然而，即便是在 0-1cm 范围内，

也没有骨骼达到灰化的程度 [13]。但是，我们同样需要考虑到，人类可能存在的同一区域较

长时间、较高温度的控制用火行为。实验研究表明，在用火时间超过 2 天的情况下，地表

下 10cm 以内的动物骨骼都有可能出现黑化的情况 [20]; 而在更浅的范围内（2-5cm），甚至

会出现灰化的动物骨骼；在燃烧时间更长（7 周）时，地表下 20cm 以内的动物骨骼可能

会出现黑化、灰化等特点 [46, 49]。因此，S9 地点中较多比例灰化骨骼的出现似乎并不能够完

全排除骨骼埋藏后（近地表位置）较长时间经受后期火塘高温灼烧的可能性。但是，我们

可以确认的是，在上述事件真实发生的情况下，遗址中的烧骨将会呈现由上至下灼烧程度

逐次减轻的特点 [50]。对 S9 骨骼材料空间分布特点的统计分析显示，无论是第 4 层还是第

5 层，这一趋势都未出现，而是各种烧灼程度的骨骼标本在水平与垂直方向上皆呈混杂分

布状态，未见明显的趋势性特征（图 4）。这一分布规律表明，上述人类行为不会是导致

S9 中烧骨类骨骼材料大量出现的主要因素。

表 5    S9 地点各烧灼阶段不可鉴定标本的尺寸统计 *

Tab.5 Frequency of size distribution of the taxonomically unidentifiable bone fragments from S9(broken 
down by burning intensity)

尺寸  

阶段

第4层 第5层

0-1cm 1-2cm 2-8cm 0-cm 1-2cm 2-8cm

D0 30 24.19 45 32.85 13 48.15 29 22.14 19 24.05 8 44.44 

D1 1 0.81 8 5.84 3 11.11 9 6.87 9 11.39 2 11.11 

D2 10 8.06 10 7.30 4 14.81 8 6.11 11 13.92 1 5.56 

D3 27 21.77 22 16.06 3 11.11 28 21.37 13 16.46 3 16.67 

D4 5 4.03 5 3.65 1 3.70 13 9.92 7 8.86 3 16.67 

D5 14 11.29 7 5.11 1 3.70 12 9.16 3 3.80 1 5.56 

D6 37 29.84 40 29.20 2 7.41 32 24.43 17 21.52 0 0.00 

总计 124 137 27 131 79 18

% 43.06 47.57 9.38 57.46 34.65 7.89 

表 6    S9 地点筛出骨骼的烧灼程度统计
Tab.6 Frequency of burning intensity on screened bone fragments from S9

松质骨（309件） 密质骨（1196件）

烧灼程度 未烧 碳化 灰化 未烧 碳化 灰化

数量 169 76 64 667 313 216

% 54.69 24.60 20.71 55.77 26.17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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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可能会在骨制品制作过程中对动物骨骼进行一定程度的加热处理 [36, 51]。S9 中尽管

有骨制品、蚌制品的出现，但其数量很少；而且在骨制品制作过程中，古人类对骨骼材料进

行热处理的目的多是为了增强其强度，因而骨骼的黑化或部分黑化是可以预期的一个合理结

果，但却绝对不会出现较多标本灰化的情况，因为灰化的骨骼相对于黑色标本而言更加易于

发生破碎 [13]。出于以上考虑，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将这一因素排除在遗址烧骨的主要成因之外。

人类可能会为了获取骨髓或油脂而对骨骼进行一定程度的加热 [14, 30, 37, 39, 52-54]。但是，

正如前文所述，人类的营养需求决定了此过程中绝少有灰化、甚至是黑化骨骼的出现。因

此，这一行为同样难以成为 S9 中烧骨出现的主导型因素。

人类可能会在烤肉的过程中对骨骼进行一定程度的热加工处理 [7, 55-58]。古人类习惯性的烤肉

行为可能与其需要从肉食资源中攫取更多的热量有着密切的联系 [6, 59, 60]。S9中部分骨骼表面局部

黑化，尤其是在数件长骨骨骺位置出现黑色特征而同一标本的骨干位置仅呈浅棕色（可能为轻

微灼烧特点）的现象与多个考古研究 [2, 7] 的情况一致，从而强烈暗示了古人类烧烤行为的存在。

图 4    S9 第 4 层各烧灼阶段骨骼标本的空间分布状况

Fig.4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faunal remains from Layer 4 of 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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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目的的用火场景之外，人类可能还会把骨骼当做燃料投入火塘。欧洲旧石器

时代多个考古遗址的研究表明，在古人类以骨骼作为供养火塘燃料（尤其是在碳屑较少出

现）的情况下，遗址中出现的动物骨骼，其破碎程度明显提高，主要表现为测量尺寸较小

的标本数量剧增；此外，遗址中也将出现较高比例的烧骨。尤为重要的是，在遗址烧骨组

分中，相对于密质骨而言，松质骨往往占据有绝对的数量优势 [10, 22, 61-63]。S9 地点中，骨

骼的破碎程度很高，动物遗存基本以 0-2cm 大小的标本为主，且烧骨比例较高，并包含

有相当比例的灰化标本。这些特点都与古人类以骨骼作为燃料的结果基本相同。但是，与

上述考古遗址及实验研究相比，S9 有一点与其截然不同：即相对于密质骨而言，松质骨

在烧骨中所占的比例极低。这一点无论是在不可鉴定（发掘）标本还是更小尺寸的筛出标

本中都是一致的。实验研究表明，对于大中型动物的骨骼材料而言，松质骨较之于密质骨

具有更高的燃烧效率 [9, 24]；在小型动物（如羚羊等）类别中，这一规律同样适用 [8]。因此，

遗址中出现的更高比例的经过灼烧的松质骨是判定古人类有意识地、系统地以骨骼作为燃

料的最有力的证据 [10, 22]。S9 烧骨材料中极低的松质骨比例似乎与古人类的这一行为模式

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此外，S9 地点中，无论是在烧过还是未烧过的骨骼材料中，松

质骨与密质骨的相对比例都是比较一致的。这一结果表明，S9 中的烧骨应该是古人类未

对骨骼类别（松质骨 / 密质骨）进行有意识选择的较为随机的燃烧事件的产物。

在以动物骨骼作燃料之外，还有一种人类活动能够导致遗址中大批骨骼的灼烧（包

括一定比例灰化材料的出现）。人类有时可能会将食用后的骨骼丢进火塘进行焚烧以清除

其上残留的营养物质，从而达到减少食肉类动物侵袭、阻止腐臭气味产生、疾病传播以及

清理生活区域等目的 [8, 14, 22, 36, 64-68]。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焚烧骨骼（或许此时其上还有一

定营养物质如油脂等的残留）的目的并不在于增加火塘的燃料供给，从而也就不存在对松

质骨的有意挑选与灼烧，因此最终的烧骨材料中松质骨和密质骨的相对比例也应与未烧灼

过的骨骼基本保持一致 [36]。S9 地点中烧骨的情况与这一现象高度吻合，表明类似的古人

类行为活动应该在遗址烧骨的成因方面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这

一特定的古人类用火行为与以骨骼做燃料的烧灼活动之间并不总是有着清晰、明确的界

限 [68]，因为不同目的的用火行为，有时候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它们却有可能是同时

发生或顺序产生的 [8, 69] 。对于 S9 地点而言，我们目前似乎还无法排除这样一个场景：即

古人类在烤肉或进食后直接将食物残余（骨骼）扔入了火堆，其最初目的或许在于居址维

护，但在客观上也达到了一定程度助燃的效果。

此外，研究发现，清理燃烧后的残余物质是是古人类火塘利用活动中的一个的有机

组成部分：人类可能会从原始用火区中将灰烬（包含各种程度的烧骨等）清理出来，并且

散堆在火塘附近的其他位置 [46, 70, 71]。S9 第 4、5 层中烧骨的极端破碎以及原地用火遗迹（火

塘、烧结面）的缺如，强烈暗示这些烧骨并非原地灼烧的结果。遗址出土动物遗存的空间

分析结果表明，各种烧灼程度的骨骼标本在水平与垂向上都呈混杂状态（图 4），同样指

示一种非原地的灼烧特征。埋藏学观察表明，S9 地点出土的可鉴定标本中较低比例的沉

积物磨蚀痕迹并不支持水流搬运或其他自然动力在烧骨位移过程中的主导性作用。目前，

对于这一遗址而言，最简约的解释或许即是古人类清理火塘垃圾的行为导致了我们最终看

到的骨骼分布状况。当然，在这些骨骼沉积之后发生的各种原因的踩踏、沉积物压实等埋

藏学作用显然也在骨骼破碎的过程中发挥了较为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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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S9 地点发掘出土的烧骨，尤其是其中数量较多的小的骨骼材料为我们研究古人类用

火行为以及其他生存活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初步埋藏学分析显示，这一遗址动物遗

存中尽管可鉴定标本数较少，各属种的最小个体数也不多（基本为 1 个），但多个动物种

类尤其是小型动物的出现，包括部分动物骨骼表面切割痕、烧灼痕迹的发现强烈暗示了古

人类在这一动物遗存形成过程中的主导型地位及其以火辅助烧烤猎物的营养利用行为。更

为重要的是，S9 大量烧骨较多呈现出更高阶段的烧灼程度，表明在营养利用之外，古人

类还有可能把进食过后的部分烧骨较为随意地丢入了火塘，以达到减少食肉类动物的侵袭、

阻止腐臭气味的产生、疾病传播以及清理生活区域等目的。此后，在火塘中灰烬堆积越来

越多的情况下，古人类又把这些残留在火塘内以及附近区域的经过烧灼的骨骼材料（连同

一些碳屑）清理出来并堆积在了附近的位置。这些清理出来的火塘残留物经过后期多种埋

藏学营力的影响变得更加破碎，从而最终形成了遗址当前的面貌。

致谢：山西大学、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多位同志以及高校考古专业的多位志愿者参
加了 S9 的野外发掘工作；本文在脊椎动物鉴定过程与郑绍华研究员、董为研究员进行过
有益的探讨；审稿人对本文提出了中肯的建议！作者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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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zooarcha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burned bone from the Shizitan Site 9, Shanxi,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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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ted at the Gaolouhe village, Jixian County of the Shanxi Province, the 
Shizitan site(Locality 9) is roughly 7 km to the Yellow River. Discovered in 2000, this site 
was systematically excavated in 2001, 2002 and 2005. Along with thousands of lithic tools of 
microblade technology, a dozen of organic artifacts and lithic grinding tools, plenty of faunal 
remains were recovered from the 3 field seasons of excavation. Based mainly on an observation 
of the taphonomic features of the faunal remains from Layer 4(12,575-11,600 cal. BP) and                  
Layer 5(ca. 13,000 cal. BP), particularly of the small-sized bone fragments from the site, it could 
be argued that the burned bones here are most probably a palimpsest of several episodes of 
human behavior centering around the hearth,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oasting meat, burning 
bones for site maintenance and as a supplementary source of fuel. Besides, it seems clear that 
humans at the site moved the fire residues out of the fireplace and later on dumped them at its 
periph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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